道德自我之建立——论唐君毅对主体精神的证立及其理论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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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君毅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从复兴儒学，重构道德文化的使命感为源，以传统儒家的心性学为核心，融摄中西，返本开新，通过体悟式的方法，将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紧密相连，创立了道德自我的形上学体系。

他以心之本体对现实自我的超越为基点，首先探究了人建立道德自我的可能，在于自我的自律性、自由性、超越性和向善性。继而深入挖掘了建立道德自我的根源，即是形而上的心之本体对形而下的现实自我的超越。其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普遍怀疑，肯认了统御道德自我的心之本体，并揭示了心之本体恒常无限之特性，又反观现实自我，从其与心之本体相互依存之关系出发，肯认了现实自我的存在，并论证了现实自我的有限性。在证成道德自我建立的观点后，唐君毅又指出践履道德自我的人生道路。通过探讨人生的目的与道德行为心理之共性，指出一切道德行为之本质，即是蕴含超越性的“做感该做之做”。其次唐君毅探讨了人生活动中产生罪恶的根源，来自于现实自我的“一念陷溺”，并从罪恶之根源提出了化除罪恶、建立道德自我的方法——一念自反与文化政教。并将此心之本体扩大到主体之外，推己及人，认为不同的心本体之间可以互相贯通涵摄，任何精神实在都可达至真至善至美，从而建立充满道德价值的社会。

唐君毅道德自我的思想，虽然没有摆脱传统儒家心性学弱实践性的缺陷，但无论是在其整体的哲学思想中，还是在儒学的思想中，都有着重要地位。
关键词：唐君毅；道德自我；现代新儒家

Abstract

Tang Jun-Yi i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His thoughts are based on reconstructing the sense of mission of moral culture.He taking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psychology as the core,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reopening up new ideas. Th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morality are closely linked and the metaphysical system of the moral self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Noumenon of the mind to the real self, he first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ral self, which lies in the self-discipline, freedom, transcendence and goodness. Then he explores the roo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ral self,the metaphysical mind transcends the metaphysical self. Through his general doubt of the real world, he proves the ontology of the mind governing the moral self, reveals the infinite nature of the ontology of the mind.He looks back at the real self, starting 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real self and the ontology of the heart, proves the existence of the real self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real self. After the point, Tang Jun-Yi pointed out the life road of practicing moral self. By discussing the commonness between the purpose of life and the psychology of moral behavior,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all moral behaviors is "doing what should be done". Secondly, Tang Jun-Yi discusses the root of evil in the life activity, which comes from the "drowning in one thought " of the real self.He puts forward the method of eliminating the evil and establishing the moral ego from the root of the evil.,namely, the reflexive thinking of one thought and the education of culture politics and religion. He expand the body of this mind beyond the main body, pushing oneself and people, think that the different mind ontology can b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ny spirit can reach to the true for building a society full of moral values. 

Although Tang Jun-Yi's moral self-thought no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psychology of weak practical shortcomings,bu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oth its overall philosophy and Confucianism.

Keywords：Tang Jun-Yi；Moral Self；Modern New Confucianism
引言

唐君毅先生（1909-1978），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建构原创性体系的哲学家之一。在他逝世后，学界对他的思想有如下评价，堪为定论：“先生之学，体大思精；长于辨析，善于综摄，驰骋于东西哲学之中，而一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其著作奥衍浩瀚，驰骛八极，要以立足于人生，开辟生命之本源，建立道德理想之人文世界，以启导我民族无限向前向上之生机为鹄的。”
在唐先生逾千万字的著述中，其核心关切在于“立三极、开三界”，即“立人极”以解决人生问题、“立皇极”以解决文化问题、“立太极”以解决哲学问题，展现为由“人格世界——人伦世界——人文世界”的思想理路。就人生问题而论，其核心思想即“道德自我的本质及实践”，并以此为枢，著有《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作品。唐君毅心性淳厚，至情至性，易生仁爱之心，又聪慧善思，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故博采众家之言，结合自己的人生体悟，“以人心为人生之本，以自觉为生命之原。”
形成了独有的道德哲学与人生哲学体系，以构建道德人格，重塑道德精神。

外来文化的冲击与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儒家的传统道德思想在近代逐渐衰落。唐君毅以天、心、性的关系为基点，分析了心之本体、现实自我与道德自我的关系：

对于道德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关系，他认为，“人总可以从两面看，从外而看，人是时空中之物质存在；从内而看，人是超时空之精神存在。”
道德自我是相对于现实自我而言的，现实自我是陷溺于现实是空中之现实对象之自我，是一定时间空间之事物所限制、所范围的，是形而下之自我。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这里，唐君毅把‘一体之我’一分为二：一是道德自我，它是抽象的，精神的，不为时空所限制的自我；一是现实自我，它是具体的，现实的，受时空限制的自我。”
唐君毅认为，人是二元的，人的精神和身体，灵与肉，形而上和形而下之自我是分裂的，对立的。也就是说，现实自我更多意义上指的是有形体之自我，而道德自我是被纯粹形而上的精神实在所统御的。

而对于道德自我与心之本体的关系，他指出：

知其心即天心，以还顾其有限生命之存在，则此有限生命之存在，皆依此无限量之即己心即天心，以生以成，而为昭露流行之；则有限者皆无限者之所贯彻，而非复有限，以混融为一矣。……然人知此义，乃当自使有限者还其为有限，无限者还其为无限，以使有限者与无限者，各居其正位，以皆直道而行使。

道德自我与现实自我都是有限的，只不过道德自我经过无限的心之本体的进升，是超越了现实自我后的自我。但不应该将“天心”——心之本体，与“人心”——道德自我相混淆，虽然心之本体在道德自我内，二者无法分离，但依旧是有区别的。道德自我通过一次次的超越，而逐渐接近心之本体，逐渐接近无限，当超越走到尽头，无法再进升时，便成为纯粹的精神实在，达到至善。

心之本体、道德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关系，是唐君毅构建其道德哲学体系的基础，他由此创建了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并给出了建立道德自我的方法，欲拯救人们物化的价值观，重构儒家道德哲学，建立道德社会。笔者将从此思想形成的里程碑之作《道德自我之建立》入手，从道德自我之建立、道德生活之实践入手，深入探究唐君毅道德哲学中，形而上的心之本体对形而下的现实自我的超越关系，剖析其建立道德自我思想的证成。

道德自我思想之缘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的伦常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然而新的价值观并没有建立起来，物化逐利的风尚逐渐代替了对道德价值的追求。唐君毅一方面为了挽救儒学的地位，一方面为解决当下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不断反思。其思想融会中西，几经变动发展，最终提出了道德自我的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其道德哲学体系。

时代背景

唐君毅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的思想变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儒家道德哲学面临着巨大危机。自外来看，五四运动时期，一方面普遍王权瓦解，传统制度逐渐崩溃，西方理性思想带来强大冲击，传统文化成为运动的众矢之的；一方面由于西方自然科学思想的传入，现代化带来的问题逐渐显现，人们在“物化”的价值观导向前，逐渐迷失了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从而忽视了道德人格的修养。自内来看，儒家的传统道德哲学所依赖的“人格之天”与“心性理义之天”与实证的科学经验产生矛盾，逐渐衰落。并且，面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有着很弱的普适性和实践性，先验的体悟很容易陷入自我的立场，这种“内圣之学”一旦脱离现实社会的文化制度，便会成为“绝学”。由于环境势力的冲击与心性学本身的缺陷，传统儒学的生存岌岌可危。
在政治上内忧外患、文化上东学西渐的大背景下，一批恪守中国文化的仁人志士，有感与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致力于传统儒学的现代性转化，以解决现代社会所产生的诸多现代性问题。这批学者大多对儒家心性之学、义理之学以及以儒家会通的西学有较多探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他们一面推崇着儒家文化中的合理元素，一面融摄西方的优秀文化理念，并反思其“现代性后果”，以重建中华伦理文化，解决社会问题。

唐君毅的道德自我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中学时的唐君毅曾题诗曰：“郁郁中华民，文化多光芒，非我其谁来，一揭此宝藏。”
年少的他便抱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志向。五四运动时期，对于全盘批评传统文化的思想态度，唐君毅更是有着莫名的怀疑和反感。一些学者认为，大部分运动的领导者，虽打着全盘西化的口号，却尚未脱离传统文化教化结果的束缚，实际上犯了‘形式主义’或‘抽象主义’的谬误
，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并不彻底。彼时的唐君毅，接触了许多新的思想，逐渐了解西方文化，在肯定运动意义同时，也同样指出了其中的问题，认为运动“尚未进到一理性心灵、道德心灵的朝气，不能有创造的成果。”
他认为，对于传统文化不能只消极地批判，还要积极地对其进行重构，并且要“转识成智、摄智归仁，为人类安身立命。”
因此，唐君毅在继承儒家道德哲学的基础上，抓住了传统道德哲学衰落的根源，创立了道德自我的伦理思想，希望藉此建立一个充满道德价值的社会，使人们摆脱物化的工具理性，转向形而上的主体思考，以重塑道德人格，提升精神修养，成就生命存在的真实性。

思想发展

唐君毅的父亲唐迪风，是晚清的秀才，平生喜好儒佛；母亲文才出众，重视家教。因此唐君毅少时，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6岁开始读《老子》与《教育经》，8岁已经可以背诵《说文》。中学时期，师从彭云生、欧阳竟无等国学大师。幼年的国学教育奠定了唐君毅深厚的知识基础。十七岁时，就读于北大哲学系，接触了梁漱溟、胡适之、熊十力等哲学大师，在徘徊思辨中，形成了独立的思想。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受学于方东美和汤用彤，此间阅读了众多西方哲学的著作，借中西相通之处，构建出自己的理论。毕业后在中央大学任教，并与同僚牟宗三结为至交。1949年前往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人创立了新亚书院，“一方希望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去化腐臭为神奇，予一切有价值者皆发现其千古常新之性质。一方再求与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学相配合，以希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界。”
其后唐君毅多次应邀前往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与演讲，并在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任教。1978年唐君毅因病逝世，其思想在海内外有着重要影响。

唐君毅的思想经历了几次转变，最终确立。年少初读《孟子》、《荀子》，就对其中的性善恶论颇有感想。中学时期，开始倾向禁欲主义，“抱了另一种似乎极端反时代的人生观，即不要欲望、不要幸福与个人的自由权利，欲要超凡脱俗。”
“认为绝欲始能忘我，我忘则能利他，从而具备道德。”
这种思想与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佛家的禁欲主义契合，可是唐君毅却对其书中直觉的思维方式无法接受，他认为完全主观的直觉是靠不住的，只有理性才可靠。

大学期间，唐君毅开始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此时的唐君毅，开始思考心物关系的问题，并形成了“心物二元论”
的观点。他从方东美、汤用彤、熊十力那里了解了新唯实论哲学与新实在论哲学。却无法理解新唯实论中的宇宙大生命的观点，认为只有由科学而通哲学，才是哲学的正确道路，因此后来阅读了许多自然科学的著作。他亦无法理解新实在论中“以心物为由事素构造而成之说”的中立的一元论，故又读了摩根、怀特海、亚历山大等人的著作，并十分认同其中自然宇宙的创造进化观点，认为“这种宇宙创化哲学与生物进化论相吻合，都是以有心灵的人类，为自然创造进化的最高一层位，从而可维护此人道之尊。”

但唐君毅很快发现了这种宇宙进化哲学的缺陷，即对于进化论理论中未来会出现的更高级的事物，无法确定是主观臆想的还是客观实然的。
因此他从研究自然存在，上升至研究精神存在，开始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逐渐走上了西方唯心论的道路。他十分赞同康德的“超越的统觉与理性”、“道德的当然在经验实然之上”的观点，对黑格尔、费希特“纯思中的理性”“纯粹自我”
等思想也很欣赏，并认为心灵可超越世界之外。他指出：

吾之灵明，乃在世界之边缘，可降入世界，亦可离此世界者。则吾之降入世界而执受之，必需有一理由。此所之执受之世界中之诸大类之存在事物与其存在定律之为如此如此，亦必须与此心灵之本性或理性相应合。

由此可以看出，唐君毅在解决“降入世界而执受之”理由问题时，已经从黑格尔、费希特纯粹自我的理性角度出发，演绎出世界存在的形而上学。这个“理性”或“心之本性”的基础便是可超越时空的“心之本体”。
“心之本体”在唐君毅的思想中，因论述角度不同，而不断变化着用词，其“道德理性”、“精神实在”、“精神自我”等皆为此意。唐君毅以此为其道德哲学的根源，借鉴了王阳明
与康德
的思想，提出了建立道德自我的理论体系，认为心之本体统御的现实自我，即是道德自我。其“道德价值表现于现实自我限制之超越之际，实乃中国哲人所谓反身而诚，尽心知性之注解。”
此思想在唐君毅三十岁左右形成，其后便以此为根本信念与根源，逐渐扩充其道德哲学体系。

二、建立道德自我之可能
何为道德生活？唐君毅认为，道德生活即是一个人能够自觉地自己支配自己。人们的内心主宰着自身的意志力，引导着所言所行；这意志力又主宰一切身外之物，将所言所行做用于外。唯有主宰自己，方能主宰世界，也因此，主宰自身的意志力比主宰世界价值更高，也更伟大。唐君毅借鉴了康德“自由”与“自律”的道德哲学思想，认为人本身固有着四个特性——自律性、自由性、超越性及向善性。也正是由于这四种特性，使人们能够主宰自己的意志，从而建立道德自我成为可能。
自我的自律性

道德问题是人格内部的问题，因此道德行为的本质源于自我的自律。道德主体行为的产生，一方面与心外之物无关，一方面与个人的性格习惯也无关，完全由其自己支配。唐君毅认为“人之要求意志自由，是要求此意志自身成为原因，以发生结果，并不是由意志之外之原因，加以机械必然的决定者。”
因此道德主体应当认识自己，对自己负有绝对的责任。

第一，一个人不能将自己的行为，溯因于其之遗传与环境。他之所以是独一无二的“他之自身”，正是因为他所做的任何决定、任何行为都完全并且唯一取决于他自己。“一切条件之具备，到行为之发出，必须经过行为主体的认可”
。因此认可一行为，并使其成为“自己之行为”，与遗传或环境等外在条件无关。道德生活是当下的自己改造过去的自己，一旦将外界因素视为改造对象，那么“自我”的道德成长便也停滞了。因此无论环境因素是何样貌，是否变化，都不会成为道德生活改造的目标，都不能影响自觉的道德实践。

第二，一切性格、习惯、心理状态结构，也与心之本身无必然联系。道德主体的性格、习惯、心理状态结构，全部由其自己赋予，一切都由“心之能”决定。这些性格属性“只因他们适逢属于你，他们并无权要求永属于你。”
他们此时可以如此，彼时亦可以如彼，如何呈现，同样是缘于道德主体的心自为做出的选择，因此该对行为负责的，应是行为者自身之心。“你知道你的心之本身之活动，是可以向任何方向，开拓他自己的行程，而自己决定选择它的命运。”
这些属性绝非决定“你”之为“你”的因素，相反，正因为“你”是“你”，才能够自由地独一无二地创造他们。

（二）自我的自由性

道德生活的第二个基础，即自我的自由性，其表现为当下的自我绝对自由，并且一旦困囿于某一执念中时，也可以随时跳出执念之外，自由地恢复自由。

道德所能自觉到的一切——性格习惯，外界环境等势力，在被自觉到的那一刻，便已成为当下自我的“心之所对”，成为自觉的对象，此时心超临于这些对象之上，便脱离开这些对象的控制。这些已表现的已为过去，而未表现的未来，仍由主观意志自由决定。每当跳出困扰而反思困扰时，都在困扰之外，“只要你一自反，你便会感到你的自由，仍然在你的当下。”

唐君毅对自由的阐述似一吊诡，正是因为主体有选择“不自由”的自由，因此他绝对自由。能够束缚一个人的只有他自己，所以道德主体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是继续困囿其中还是跳脱其外，若是继续困囿其中，也并非因为他不自由，而是他自甘于困扰中。道德主体可以无限跳脱固有之思，反观当下，因此心之“所对”时刻在变，然决定“所对”为何物的“心之能”一直自由。当下的自我绝对自由，并且永远不会失去自由，因为只要愿意随时可以跳出“失去自由”的感觉之外，自由地恢复自由。

（三）自我的超越性
道德自我的超越性在于自我的两重性——现实自我与超越现实自我后的道德自我。这一超越性基于道德自我的自律性与自由性得以可能。唐君毅解释了“现实自我”这一概念：

现实自我即是陷溺于现实是空中之现实对象之自我，为某一定时间空间之事物所限制、所范围之自我，亦即形而下之自我。

首先，自律性使每个人都具备道德上的自觉意识，都能够对自身的行为负责；其次，每个人都有着道德反省的自由，有“道德心灵之悔悟”，可以不为过去的一切所支配，自己支配自己，不断超越现实自我的限制，对当下的自我进行改造，从而迁善改过，扩大道德生活，进升道德精神。因此，根据道德主体“‘前一超越限制’之自由之心理，便会发生那‘后一超越限制’之道德心理。”

现实的自我是有限的，易受肉体欲望之诱惑，时空范围之限制，他我对立之困囿，因此需对现实自我不断扬弃，不断超越，才能逐渐接近无限的道德自我。一切道德价值都包含在道德主体超越自己的心之本体中。超越现实的自我是没有尽头的，除非已无现实的限制，不能再继续超越了，此时道德主体便为至善。

（四）自我的向善性
既然道德自我是对现实自我的超越，那这个超越之行为的动力是什么？人们建立道德自我的动力又是什么？唐君毅认为，人们之所以会自觉的建立道德自我，是因为人性本善，这个“善”使人不甘陷溺于现实自我，不断向上追求更纯粹的精神活动。唐君毅论证了道德价值之共性“一切道德价值包含于你之超越的自己之心之本体中，此超越之心理是一切道德心理之共性，故一切道德价值亦必有其共性。此即名之为善。”
他的性善思想受孟子启发颇深
，坚信每个主体都有道德化的可能。并列举了十二种人类活动，逐渐升高活动中精神的纯粹程度，以此为进路，证明生命活动中展现的人性之善：

个人求生存之活动。此时行为主体看不到他人的精神存在，将一切己外之物都视为物质，估量对自己是否有益。此为最自私、最低级的活动；

男女之爱情。最初是形色上的相悦，一旦相爱，必达到精神世界的沟通；
求名求权之活动。此活动求人我生命精神之结合。从我的生命精神被人肯定，再用我的生命精神去支配他人。但易导致无法平等的认识人我精神；
求同情及表同情之活动。这是更纯粹的生命精神的结合。同情是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去体验另一个人的生命精神。然而，若要同情则不免感同身受，是身体在彼情彼景下产生的精神，又难免与物质脱离关系；
求真之活动。这比暂时的，人与人之同情活动更高级。求得真理往往需损耗身躯冒险，而当我们损耗身体，认识事物时，正是生命精神的显现；
求美之活动。求美是将精神放释于物质后，物质世界复将美的东西反馈于生命精神，再次得到的不单是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还有审美体验；

自觉脱离物质生活的支配，脱离身体欲望的限制，求刻苦淡泊之活动。但此活动只看到了自身身体的限制，只达致自身精神的纯粹，忽略了其他精神的存在，生出执我的态度，故不是纯粹精神的活动；
纯粹关爱之活动。此活动是一常存的悱恻之心，见人时有相忘无间与之为一体之感。虽人我有别却不能明确区分开二者，出于爱而自觉地体验他人的苦乐，将自身的生命精神映射在他人的生命精神之中。此纯粹的爱是人的天性，正是有此所求，人才有义务感、责任感，自觉追求真善乐，自觉追求道德生活；
自尊与尊人之活动。主体自觉其人格的存在，于是有真正之自尊。因形上的人我一体，我与他人人格相通，他人的人格亦通于善，因此由自尊亦可尊人。
自信与信人之活动。对于已实现之善，在人格内为自尊，而未实现的善，亦必将在人格内为自信。此同自尊一样，亦能在他人人格内实现，即为信人；
宽容之活动。人有包容异己的气度，自尊尊人、自信信人的人格即已成形态，便可以由宽容而涵摄其他不同形态人格；
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爱人之德、爱人以德。人人皆为善，并且会取他人之善，提升自己的德性修养。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一切活动，实际上都是精神活动，不同的地方只在于精神的纯粹程度和表现方式。“一切人类活动，都属于同一精神实在，只是同一的精神实在表现其自身之体段，一切人类活动，在本质上，是互相贯通、互相促进、互相改变的。”
。这些活动都是提升人格精神之活动，即使有生存之欲、男女之欲，这些欲望亦是为了生命继续而存在，因为只有生命继续，才得以表现更高的精神活动。所以说人性根本上是向善的，是求精神上升的，也正是因此，道德自我才有超越现实自我的动力，道德自我自律性与自由性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三、建立道德自我之根源

道德自我是超越现实自我而形成的，人本身具有自律、自由、超越、向善四种特性，但操控着这些特性以建立道德自我的，显然并非我们的身体结构及其生命形式，而是更纯粹的精神实在——心之本体。心之本体统御着自我的超越行为，因此是道德自我的根源。心之本体的表现即是超越，因此也赖超越现实自我而有意义，并蕴含现实自我之中。现实自我被超越后，进升为道德自我。

心之本体

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怀疑，唐君毅肯证了内在于其中并且超越此怀疑的心之本体，并进一步揭示了心之本体恒常性、真实性、完满性、至善性、同一性、统摄性等几种特性，其在唐君毅的思想中是形而上的纯粹的精神实在。

1、心本体之肯证
唐君毅对心之本体的肯证，是通过对普遍现实世界真实性的怀疑实现的。

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主要基于两个判断。第一个是现实世界的不真实性。唐君毅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会随时间的流动而消亡，当一切成为曾经，便无法认定其真实性。因此一事物生，则为真实，灭，则为非真实。然灭必然先有生，只有生者方可灭，因此灭中已经预设了生，但生中却不曾预设灭。尽管时时有生，也同样时时有灭，一切生者皆归于灭。因此有生有灭的事物，应从灭的一面看，更为综合。如此从灭的一面来看，那么世界则为非真实。

我们亦可以提出，尽管一事物虽灭，其潜势依旧寄托在未灭的事物上，依旧有未灭的事物作为其曾经存在过的证明。但事实上这被寄托的事物终归也会灭，逐层的寄托下去，由于无法预知世界的尽头，便也无法知道这寄托最终何从了，因此这并不能增加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时间是流动的，无论一个事物的结局是否消亡，当下的它对于下一秒来说都在不断消亡，将来的它已不是现在的它，现在的它只能追悼过去的它。只要时间是流动的，那么消亡就是必然的，因此一切都是非真实的。

由此，唐君毅又得出了第二个判断：现实的世界，是一个残酷无情、可悲的宇宙。因为事物有生便有灭，旧物灭时新物又生，生灭往复，整个世界没有尽头，没有源始。因此“现实世界，一切是自杀其所生的过程。生复好杀，是现实世界的本性。……世界是无常、是空、是苦，人生的一切，毕竟是虚幻的。”
现实世界的非真实性，使一切生灭皆为虚幻，皆无意义，显然是可悲的。
唐君毅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与小乘佛学
的思想相契合，但却由这“上无所蒂，下无所根”的悲情中，产生出人生向上之感，将否定现实世界的消极一面，转向肯证心之本体的积极一面。

唐君毅对心之本体的肯证也基于两点：内在性与超越性。对于现实世界的虚幻与不仁，人们的心对此不满，因此便会要求有一个真实的、善的、完满的世界。虽然现实宇宙是虚幻的，但是由此而生的这一要求，是真实的。并且这要求是绝对存在的，即使要求消亡也可以复作希望其不会消亡的要求。它既不针对现实当下的世界，也不是现实当下的我所发出的，其真实性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在同一层面上。至此，唐君毅给出了心之本体的定义：

在我思想之向下望着现实世界之生灭与虚幻时，在我们思想之上，必有一恒常真实的根源与对照。……此恒常真实的根源，即我自认为与之同一者，当即我内部之自己。此内部之自己，即是我心之本体。

心之本体既超越现实自我，又内在于自身。正是因为对非真实的质疑，才会生此要求，如果“无法确定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是可以恒常的，那么对此之质疑也是恒常的，渴望存在真实世界的要求，便也是恒常的，那么生此要求的心之本体，也是恒常的。恒常者不会灭亡，是真实的。因此可以反知，之所以会生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正是在于恒常的、真实的心之本体在感受非真实的现实世界时，感受到了矛盾。
由此，唐君毅从现实世界之有限不仁，转到心灵必有一求无限世界之要求的肯定，这与笛卡尔证明“我思故我在”
的论证方式十分相似。笛卡尔论证了理智心灵的存在，而唐君毅则论证了道德心灵——心之本体的存在。

2、心本体之特性

唐君毅认为心之本体是纯粹的精神实在，对其本身无法直接探讨，但可以由其作用和表现认识心之本体。“心之本体不可见，但心之用可以说，主要是他的思想。”
唐君毅通过由“用”返“体”的方式，从四个方面讨论了其特性。

第一，心之本体是恒常真实的。从思想本身外部来看，思想是凌驾于时空之上的，只会随时间的流动而变化，一旦生有，便会一直存在于心之本体中，不会消亡。反省旧思时，旧思并未灭亡，只是成为过去时间上的必然存在。“思想本身只是一纯粹能觉，只有显隐无生灭。”
旧的思想无论产生于何时，也可以因被反思而再度呈现，成为新的思想的一部分；从思想内部来看，思想的内容、广度可以贯彻古今，也是凌驾于时空之上的。

思想这一纯粹能觉依附于心之本体，“此觉有完全之反省自觉，即它以其自身之全部，同时为所觉与能觉。所以我们不能只说它是纯粹能觉，复可说它是纯粹所觉。就其兼为能觉所觉而言，故可名之曰心之本体。”
这个可以自我反省，念念反观的思想行为，即是心之用。此觉既然超越时空与反省，便是无限的觉，故其所依附的心之本体也超临于时空之上，“在时空之上者，其本身并不灭，因生灭只是时空中事物的性质。”
因此心之本体是恒常、真实的。

第二，心之本体有完满性与至善性。其完满性体现在“它超临跨越在无穷的时空之上，无穷的时空中之事物，便都可说为它所涵盖。”
因此心本体是完满无缺的；其至善性又表现在恒常真实的心之本体，是不满于残忍不仁的现实世界而存在的，会生善善恶恶之念，因此心之本体具备无尽之善。

第三，心之本体有同一性。心之本体是普遍的，我的心之本体，也是他人的心之本体。由我心之本体，可以看人人之心之本体，视人如己，推己及人，则人皆与我同。“他人的心之本体的存在，即由我所置定，遂可证他人的心之本体，不外于我的心之本体。”
这种思维避免了陷入“认为只有自己的心之本体是真实存在”的“唯我论”，因为“我的认识活动，遍到他人，他人之认识活动，亦遍到我。我与他人在现实世界中，以认识活动互相交摄，而在超越的心之本体处相合。”
因此我与他人始终是平等相对的存在。
第四，心之本体具有统摄性。此超越现实的纯粹能觉是伟大的，如陈白沙所说“人只争个觉，才一觉便我大而物小，物有尽而我无穷”，此本体不仅是人我的心之本体，亦是现实世界之本体，现实世界也都为心之本体涵盖，因此我们有着对现实世界一切之超越的可能。心之本体即世界之主宰，而我即是神的化身。

现实自我

心之本体的表现即是超越现实自我。正是因为有着现实自我的存在，心之本体的存在才有意义。因此形而下的现实自我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方面对形而上的精神有必然功用，一方面精神实在又赖超越现实自我的有限性而获得意义。此即二者相互依存之关系。唐君毅继而肯证了现实自我，并分析了其相对于形而上的心之本体而具有的特性。

现实自我之肯证——身体之功用

唐君毅在肯证了心之本体后，反之又对现实世界的怀疑进行了思考，要知道现实世界并非完全悲观虚幻的，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我们形而下的形体结构及生命形式也有着存在的意义。唐君毅从身体之功用出发，肯定了现实自我的存在。
依赖身体以获感知——物我感通

恒常无限的心之本体，何以与虚幻有限的身体相连呢？唐君毅认为，正是由于身体的存在，心之本体方能获得感知。因此身体是心之本体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其依赖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身体开屏障，故获认知。我们的身体与外界事物都只是一个混沌的物体，这是心之本体的屏障。当外界事物刺激我们的身体时，我们的身体便因刺激打开屏障，开始耳聪目明。但所见所闻已皆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本身与我们的身体本身，在接触的一瞬间，显示在心之本体上的信息，这个信息便是心之本体对世界的认知，正是因为接受刺激，对事物的感觉认知才能在我们的心之本体上呈现，才使心之本体得以发挥作用。唐君毅将此过程比作外界事物通过刺激向身体“打洞”。当身体与外物的隔膜性与封闭性被打破后，主体的感觉认识范围得以展开，自心的世界逐渐显现。“我们所认识的，只是外物之物质能力，与身体之感观之物质能力，互相消除后，我自心显现的认识对象的世界。”
而心之本体的超越性、无限性也需通过破除身体之有限性而得以表现。如此，身体是心之本体获得认知的必要通道，心之本体与身体必然相连。

第二，消耗身体，故获认知。唐君毅认为，身体的存在与保存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意义的存在，是为了被消耗而存在，是为了心理活动之积极表现而存在。外界的事物需要我们消耗身体，将其转换与释放，释放的同时做用于心之本体，使人们感到快乐。同样在接收物质时，因预感到有接收也会有释放，故也是快乐的。但是“这乐属于心，不属于身，因乐是在身体物质能力放散时才有，即是在身体销毁其自身时才有。”

我们在消耗身体时，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我们固有的身体组织结构，对心之本体获知这一过程有着原始形式限制。“我们身体有一定的组织结构，我们心之本体之释放与呈露，只能在某一种方式路数中解放呈露。这某一种方式路数，对于我心之本体之表现，遂成一原始的形式上的限制。……一切生理精神上之痛苦，都由于我们身体之组织结构之固定性、限制性，及由此而来之能力之限制性。”
但心之本体是无任何限制的，是常乐而无所谓痛苦的，甚至身体释放之时心之本体感受到的快乐，可将身体之苦痛化解。
（2）身体是精神沟通的媒介——人我感通
身体除了是心之本体认识外界环境的主要媒介，也是认识其他心之本体，并与其交流的媒介。唐君毅认为，“了解了人之身体为内外之精神所渗贯，便知所谓人之身体，表面似是一人之内部精神与他人之内部精神，不能直接相通之阻碍者，而实际上则正为一人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交通之媒介。”
我们的身体行动到外物之上，体现我们的精神，他人心之本体对此行为的认识，即是人我精神的沟通，身体所关联涉及的一切外物，包括身体本身，都是精神实体沟通的媒介。因此“人的宇宙是一群精神实在，互相通过其身体动作，而照见彼此之精神的‘精神之交光相网’。”

2、现实自我之特性
现实自我不仅真实存在的，其存在也对心之本体有着很大意义。如果说心之本体有是恒常的、完满的、至善的，那么被其超越的现实自我，一定是流变的、不完满的，役于一定时空的。的确，相对于无限的形而上的心之本体来说，现实自我是有限的、形而下的。也正是因为现实自我有着这种特性，有限之身体与无限之精神相对立，才使心之本体的超越行为有意义。心之本体与现实自我的两种特性看似相对，却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其辩证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苦痛、错误、罪恶之所以存在，是因主体以有限当无限用，但心之本体可以避免以有限求无限的冲突。首先，身体役于现实世界极小范围的时空中，但主体常常用有限的所知概括无限的不知，欲将有限的感觉经验与思想范围内所得之真理，推广到其范围之外运用，由此便生错误；其次，由于身体的有限性，主体忘记“特定之我是与人同时而相交限制之存在”
，将有限的自我视为无限，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亲密感，将特定的自我夸大，便生自私执我之罪恶；再次，身体是有限的，然而“我们却希望我们之身体在任何时空中之活动，都继续推持其结构，表现其能力作用，于任何时空之事物。”
这即是将有限的身体当做无限的身体用。但是与身体平等存在于时空的，还有其他物质，“要是身体在任何时空中活动，便必然与其他亦欲维持其结构，表现其能力作用之物质相冲突。”
也正是因为身体结构与坏境、外物的结构都有着原始限制，我们所获得的认知才有限、易错。
人都有求无限之本性，正是因为无限的心本体对有限身体做出要求，所以误以有限当无限用。而心之本体可以协调限制，协调冲突，一方面逐步破除身体的原始结构限制，使其慢慢扩展趋向无限，另一方面，将有限的身体与无限的问题剥离开，避免冲突的发生。

第二，精神是无限的，但“无限之所以是无限，即在它之破除有限。它必有限可破，然后成其无限。”
精神超越有限的身体，反对苦错恶，真善乐才得以产生。因此苦错恶中蕴含着真善乐，但二者不是平等的，真善乐是对苦错恶的超化。心之本体在苦错恶中可以随时自由地恢复自由，跳出其外而进行反思，此时反思与否定苦错恶，正是真善乐的表现，也是其意义所在。伴随苦错恶一同出现的，永远是主体向往真善乐之心愿。

第三，无限之精神不断发展，终会与现实自我相结合。唐君毅认为人有死一事是不成立的。“人死，只是其身体之销毁，然而身体这东西，自始即一销毁中的存在，而于销毁过程中表现心理活动。所以人之身体自生至死，只是心本体之心理活动之一段过程的表现。”
心之本体是超时空的，是可以突破身体的有限性的，因此来世的身体可以继续前世的心之本体。虽然经验过的价值无法再直接感受，但已实现的真善乐，因心之本体的恒常真实一直保存在心之本体中。既然存在这种我们无法直接感受一切价值的情况，那么宇宙便还是不完满的，但正是因其不完满，才有了使其完满的可能，当实现的真善乐在心之本体中，积累完成，达到现实自我与心之本体合一的结果时，便能感受到曾经实现的所有价值了。

建立道德自我之践履

前文已述，道德的生活就是行为主体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主体因其自身特性，都有着建立道德自我、过道德生活的可能。并且我们知道这一建立的根源来自于心之本体对现实自我的超越。那么行为主体究竟如何建立道德自我呢？如何在生活中实践这种超越？唐君从探讨人生目的出发，解释了道德行为的普遍本质，由罪恶的根源入手，指出了化除罪恶，建立道德自我，进升道德修养的道路。

道德行为之本质

人的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人生目的，当我们探究出人生应有目的是“做该做之做”后，便会发现此目的其实正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出发点，而一切道德行为、心理都有着超越的共性。此正是道德行为的本质，当认识到此本质后，我们就可以自觉的做出道德之行为，建立道德自我，实践道德生活了。

1、人生之目的

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在人生目的的牵引下进行，既然人我心之本体是同一的，那么人生目的也具有着普遍性，这个具有普遍性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唐君毅通过对六种人生目的的递进式批判，为我们揭晓我们答案——人生的目的即是“做你感该做之做”。

首先，不能将快乐与幸福作为人生的目的。因为其出发点是消极的，快乐与幸福的价值，在于规避痛苦，正是对痛苦产生胆怯，才会更加向往快乐幸福；此外，快乐幸福作为一种情感体验，无法明确的把握。人们为了把握这种感情，体验快乐，便追求重现往日快乐的情境，但这也不是人生的目的。经历过的情境是客观的，只是一个情境，正是因为主体的执着才值得被追求。但人的主观意志在变化，执着在变化，而根植于脑海中的情境不会变化，彼时之情境无法决定此时之快乐，所以这份执着和追求是盲目的，是不自觉的，亦不能算是人生目的；人生的目的也不在于满足欲望。欲望满足前的生命状态，与欲望满足之后的生命状态，虽不同，却不能说哪个更好。只是人们或从心理上、或从生理上，不安于未满足的状态，因此对满足的状态有一种盲目的追求，欲达到自认为理想与舒适的生命活动形式；但保持某一形式的生命活动也不是人生的目的。因为人们认为理想的生命活动形式会根据自身意志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只能成为暂时相对理想的形式，而无法一成不变的保持。以食欲为例，肉体的欲望认为饱腹是理想的生命形式，但在“不食嗟来之食”的情况下，不进食却成为新的理想形式。“心之能”可以随时自由的选择当下理想的形式。我们无法把随时变化的生命活动形式当做人生目的；人生目的也不在于追求更广大更丰富的生活。因为所有我们已经历的，都将成为人生的经验而积累，只要时间在流动，你下一秒的人生永远比当下更广大丰富，因此根本不必称为目的。之所以你向往更广大丰富的生活，是因为你有随时间流动而逐渐开展生命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是自然而然的，这个目的无时无刻在被实现，并不需要自觉，因此顺生命之冲动也不是人生的目的。

唐君毅借鉴了康德辩“应”与“要”与孟子辩“义”与“利”的思想，否定了以上六种人生目的，认为其均不能作为道德生活之最高指导原理，人生的目的并非在自觉的心外盲目的追求，应该在当下能够自觉的心中，“不能说人生目的，在使当下能自觉的心，去取得什么、发出合乎什么的活动，应当以为当下能自觉的心之所自定自主活动的完成，为人生目的，即你感应该做而做的活动。”
因此唐君毅指出“人生之目的，唯在做你所认为该做者。”
唐君毅以此目的为基本点，为我们揭示了道德实践的进升之道。

2、自定自主的道德判断

感应该做而做的活动，是当下自觉的心所自定自主的活动。“我们不是受逼迫而做，我们是自现在起，下命令自动的去做。”
唐君毅区分了“要做而做”与“该做之做”。他认为“一切要做而做者，其所要者，皆在当下你能自觉的心自己所能自觉支配者之外；其所以要，皆由于在后面有当下自觉的心以外的势力逼迫之故；其所以认为要，都是莫有自觉的理由的。然而，当我们认为该做而做时，则我们明觉我们可做可不做，而且是我现在才开始感该做。”
当道德主体以取得什么作为目标时，是“要做而做”，是被目的所逼迫而做，是痛苦的。但感“该做而做”时，道德主体是自觉的，是轻松的，是无压迫的，是自主的命令，因此也心甘情愿服从的，这时便没有了该明确执着的结果，完全投身于过程，因为过程即是目标，超越现实自我本身就是一种善德。因此“做所感该做者”就是人生目标。

何为“该做”的理由无从考究，也并不重要，只要是被认为“该做”的，其做的行为便都是自觉的。当道德主体对自己的命令有“服从”与“不服从”的自由时，便已经知道该服从什么，该做什么。“在你最后归到做或不做，乃是你已不感该做时（或已经做了，或不愿做）所达到之结果，而不是你正感该做而做时之心理。”
一个人的“该做之做”只有自己清楚，既不能被别人告知自己的“该做之做”，也不能知道别人的“该做之做”，只有自己才能对自己下命令，别人所谓的该做，是别人下的命令，对于自己没有真实意义，也正因此，“该做之做”有着自定自主性。
在道德生活中，应该之命令与自由，永互为基础。做该做之事的道德主体是自觉的，是自由的，人们无法寻求一种保障，来逼迫自己服从“道德的”命令，因为这逼迫本身就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同样，也无法保证自己一直处于道德之中，因为此举限制了自己未来的自由。反之没有保障的主体方能一直自由，一直在道德之中。但人们常常无法服从“自觉的”命令，将命令本身视为一种压迫时，觉得只有不服从命令才是自由地，这其实是在被现实自我的本能所支配，或是被“只有不服从命令才是自由的”执念所支配。此时被外物或执念所支配的主体并不自由，更不要说超越现实自我的限制。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当下的自我是绝对自由的，道德主体可以自由地恢复自由，心之能可以一直自由的决定“心之所对”，随时跳出外部或本能势力的支配。

当道德主体寻求该做之做时，即是寻求其所应具备的道德心理。此时应先体验切身之，体验过后，也就具备了这种道德心理。只有当一个人体验一种道德心里时，才可知道他的心之本体当下下达的命令是该做还是不该做。若觉得该做，则正在体验的道德心理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人的道德心理，道德心理便扩大了；当遵循着自己道德心理的命令，做其该做时，道德生活也扩大了；若觉得不该做，自然就将此心理排除在道德生活之外。

3、道德行为心理的超越性

人们总是处在有限的现实自我与无限的心之本体的矛盾中，为解决这种矛盾而不断否定现实自我，实现心灵的主观超越，进升道德境界。因此唐君毅认为，一切道德行为、道德心理的唯一共同的性质，即超越现实自我的限制，从现实时空之现实对象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不复陷溺。并且可由此共性，可以从已经具备的道德心理上，联想出未来可以具备的其他道德心理；从体验过的道德行为上，联想出其他该做之做的道德行为，从而扩大道德生活。
（1）道德行为的超越性

唐君毅分析了勤俭、谨慎、严整、勇敢、忍耐等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行为。这些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并不在于其所带来的结果，或是为行为主体或其他人带来的利益。因为即使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些行为依旧是道德的。这些行为的共同道德根源，在于行为发生时，行为主体都需忍受痛苦，这种忍苦来源于对现实自我限制的破除，是对主体本身自然惰性的征服，此处方为道德价值之表现。

但是这种道德价值虽存于“忍苦”中，却是因“我们忍苦则不以苦为苦，而去苦得乐”
而进升。真正道德意义上的“忍苦”，是不因忍受痛苦而痛苦。超越自己道德主体自主的命令，正是从忍苦到渐渐不觉为苦的过程中，道德价值逐渐上升，将“命令”视为自然而然的推动力，任其发展变化，不去刻意为之，不觉得强迫，亦没有执着；快乐不是人生目标，因此也不因苦尽甘来的目标而忍苦。道德价值不仅不同于快乐价值，甚至与其相反，其恰恰表现在超越快乐价值之上。“不仅得乐本身非道德的，而且唯忘乐，乃表现道德价值。在快乐中仍表现宁静，不流于放纵者为有道德之人。”
因此道德行为即是安于苦，安于乐，在忘苦忘乐中超越自身欲望与现实限制，做“该做之做”。

（2）道德心理的超越性
唐君毅以道德行为之共性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心理之共性。人们为超越现实的自我，便生出向上奋勉的道德心理。他列举了坦白、爱真、爱美、向上奋勉、自尊、尊人、乐天安命、自信、信人、宽大、爱人以德等道德心理，将单一的道德主体放置于社会中，破除自我的封闭性，从主体与自我以外之人或客观自然存在的作用关系中，提炼出自觉超越现实自我的道德心理共性。
主体的心理在超越现实自我时，其实是能够一事两观的，一方面为超越当下被束缚的自我，一方面置定了理想之自我。但是唐君毅避免了道德心理中的功利主义与后果主义，两面心理虽然同时且同义，但应该以超越现实的自我为目标，不以成就理想的自我为目标。第一，超越限制后的道德自我，与理想中想要成为的自我并不相同，因为人们永远都无法认识还未发生的事情，理想的自我本身就是我们预想出的，即使有了理想自我的目标，在行动时也会偏离最初的意愿。第二，理想自我的置定，往往是为更高的利益，比如通过舍弃表面的利益而达到获得赞誉、占有品德的目的。只要心中有成就理想自我之执念，便带有了一定的功利性，是为目的而忍受超越限制之痛苦。而在道德意识的自然指引下一步步超越自己，则是无对待之道德心理，方具有道德价值。

非道德心理因有所执着，为拓展置定了固定方向，依旧没有脱离限制，是有所为之心理，将自我束缚在一次次的目标中，陷入自我中心主义，道德自我越来越小；道德心理因无所求，“心之能”可以随时念念自反，向任何一个我们认为应该的方向扩展自己，超越自己，无固定方向，是无所为之心理。道德主体会在超越中一次次的突破限制，发展为更广大的自我，更超脱的自我。道德心理并无必然之追求，理想的结果包含于在过程之中，在做该做之做的同时就达到了目的，方始方终，只在一念之起。那些被别人视为目的的客观结果，只是这一念所呈现而依赖的存在形式，并非道德主体的真正所求。因此，道德心理的共性与道德行为一致，都是对现实自我的超越，且超越应是自觉的，是“无为”之道德心理。

但亦要看到此无为之道德心理与随欲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没有任何禁锢，是绝对的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决定与行动；后者看似也无禁锢，但是却下意识将“满足欲望”作为目标，正如之前提到的，这“欲”本身就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将自身禁锢在“欲”之中，一旦脱离便无所适从。

罪恶之根源——一念陷溺

我们已经认识到道德行为的本质，并可以自觉的实践，但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并非一切行为都是道德的，没有达到至善就证明依旧有罪恶存在。但前文已述，人皆有至善之心，那么恶又从何而来？唐君毅受孟子“人心之陷溺为恶”
的思想启发，认为人之恶源于人之精神的一种变态。正是因为主体有向善之心，又不知如何实践善，便将这自然向上之心置于有限的外界势力之上，误将对事物的占有看做道德实践之起点。犯罪之人之所以犯罪，因其潜藏的丰富的精神力，欲将精神上升成为无限的人格，但因无上升轨道，便误入歧途，转为求现实物质之无限，故纵欲。

当占有无休止的扩大，便会被有限的物质、身体欲望所支配，一旦被其支配，就丧失了心之本体与生命精神的无限性。究其根本，此依然源于“人精神之求上升与向善”，主体在陷溺于现实对象时，因失去自觉中无穷无际之感，只能在支配物中寻求无限，于是更加过度沉溺于物质与欲望，终一念陷溺成为无尽之贪欲。
但无限的贪欲最终必然会自我否定，物质与欲望终为有限，人们于其中追求无限毫无可能，因此会逐渐厌倦，自感空虚，终究否定追求无限的物质与欲望，恢复原始精神的无限。犯罪之人终将意识到追求无限物质的荒谬，而反思自己的行为，逐渐向善。虽然他们回到正轨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巨大的痛苦，一面抵制诱惑，一面还要抵制自身追求诱惑之欲望，对罪恶进行彻底的否定。但此时心是向善的，便不复以此苦为苦，是自觉地思苦，苦痛此时便为他内在之乐。

同样也不难发现，人与人之欲望相趋同，当争取有限的物质时，正义与爱使他们相互否定，实现其自身。人们总用善来掩饰自己的贪欲，因此贪欲赖善而存在，终有一天可以为善所否定。罪恶源于“一念陷溺”，此“一念陷溺”实际上却源于人性本善，源于实践善的冲动，并且向善之心会随时为我们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因此罪恶最终会被善所否定。

罪恶之化除

唐君毅由罪恶的根源即“一念陷溺”出发，提出了化除罪恶的方法——“一念自反”，从而脱离罪恶实践道德行为。并且他认为，建立道德自我的思想可以通过文化政教的方式传播，不仅能提高个体的道德修养，此个体亦能再度传播，良性循环，人人都会践履道德行为，并逐渐形成道德社会。

1、一念自反

与禅宗“一念”
的思想相近，唐君毅认为化除罪恶的方式在于主体内部的自我反省，在于对陷溺之念的超拔。一念陷溺为恶，而当自觉有陷溺并努力超拔时，已在陷溺之外，此为一念之超拔，可通于一切之善。当为罪忏悔时，便跳出了罪的念头，而反思罪。此刻的反思即是超越了之前沉溺于罪中的自己，因此是道德的，是善的。当一个人害怕犯罪，害怕被罪所支配时，更是在罪之外，拥有更高的道德。一个人既可以自由地恢复自由，便也不必担心自己的道德生活会终止。因此虽然主体难以一直处于不陷溺之心境，却可以随时当下自反，忘物我之对峙，才觉有陷溺，便已不陷溺。“所以我们虽随时有犯罪之可能，有犯罪之事实，而去罪之可能，亦永远在眼前。”
这一念的自反自觉在于人的知耻与思诚，“知耻是羞于从恶，重在改过，思诚便是乐于从善，重在迁善。”
一方面，道德主体应处处注意，在当下之视听言动、饮食起居上随处用功，避免陷溺；一方面，抱有自己可以随时从陷溺中自反之信心，不自暴自弃，亦不羡慕他人。
虽然人性同为善，每个人的道德进升之路也各不相同。因人的心理行为方式是无穷的，所以主体之身体、性格及环境不同，才会造就不同形态的人格。但殊途同归，路的终点均是最高理想之人格。此人格为绝对和谐贯通的人格，即为圣。而且“人只要真实求上升，便自有其本性所指示之上升之路。人的内心都有精神实在所启示他的善之理想之存在，只要反省便可知。”
因此道德主体只需依理而行，依天而动。

2、文化政教

唐君毅认为，礼乐教化对道德人格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自觉求完成人格之路并不容易，因此道德主体应不断接受教化，陶冶内心涵养，修养自我人格，使其气质习惯在不自觉中日益迁化，自然随处都能流露性情，表现善行。并且他认为，一个人在在进行文化活动的同时，就是在对现实的自己进行改造超越，就是道德的行为，一切求文化的活动都蕴含着道德的理性价值，“吾人之理性为生起创发文化理想之道德理性。故一切文化活动，亦皆可谓道德活动之各种化身之实现。”

其次，个体人格超升的同时也要顾念他人，不仅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还要促进道德社会的形成：

吾人之最高之个人道德意识，必包含促进他人及社会之道德意识。因而为求他人及社会道德之促进，吾人不能不求文化价值之实现，自觉的在其道德活动中，包含文化价值之实现之理想，而不能排斥文化活动于道德活动之外。因而真正最高之道德活动，应自觉的为社会之道德之促进，而从事文化活动，以实现文化价值。

道德主体应反之投身于文化政教活动中，促进其工作的发展，以帮助他人完成人格，达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理想人格世界。并且为了这一目的，道德主体首先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以达致教化他人的资格。如此在文化政教的活动中，主体自身与他人的精神修养都能得到进升，相辅相成。因此唐君毅认为，从事和促进各种应有的文化政教活动，是达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不二法门。

唐氏“道德自我”思想之理论得失
（一）思想的意义

唐君毅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返本开新，以传统儒家的心性学为核心，融摄西方哲学思想，通过体悟式的方法，将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紧密相连，创立了道德自我的形上学体系，以引导人们在“物化”的现代文明中寻求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其继承儒家道德哲学的理论核心，一方面谈道德理想对人生的主宰和引导，一方面强调道德作为人文世界成立的依据，将道德修养的过程看作是发乎期内而行之于外的，在人文科学世界中进行实践。
其哲学思维的精神实质，即是追求人的精神世界的真实性、无限性、同一性，以拓展精神空间，修养精神人格。牟宗三曾赞其为“精诚恻怛，仁智双彰，一是实皆理之流露，而并世无两者也”
，称其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其著作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是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
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为中心构建的形上学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价值。

第一，道德自我的思想在唐君毅的整个道德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关于唐君毅道德哲学的核心观念，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一主要以单波为代表，认为其道德哲学的核心是“心性本体”；二主要以韩强为代表，认为核心是“道德自我”；三主要以郭齐勇、李杜为代表，认为核心是“中期的道德自我向后期的生命心灵的拓展”。
笔者较认同第三种看法，唐君毅中期的道德自我思想为后来其集大成之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奠定了基础，但却并非一成不变的延用，而是对道德自我的思想进行了发展。其“现实自我”、“心之本体”、“道德自我”的概念在后期逐渐发展为“客体”、“生命心灵之主体”、“超越主客之目的的理想客体”的三种存在，三者间为体、相、用的关系。而从人心灵之顺观、横观、纵观三种活动来看这体、相、用，便生出九种心灵活动的境界。“道德自我”的观念在唐君毅后期的思想中逐渐绝对化、超越化，将原先由“道德理性”建立哲学系统的态度，扩展为从人的整个心灵活动出发，建立更大的哲学体系，不再局限于人的道德活动，而是探讨了人的其他活动，统观整个生命存在。如韩强所说，唐君毅心通九境的系统是他道德自我建立，良知价值主体的人文精神和外观内省的五性说的扩张。
道德自我的思想为唐君毅的整体思想奠定了基本方向，虽然在后来有所扩展，但一直未离开“道德理性”主导的观念，始终以“经验的自我”、“理性的自我”、“超越的自我”之关系为思想基础，他在晚年也曾多次说明，其思想规模的建立在三十岁左右，在写《道德自我之建立》时已经确定，晚年巨著的义理规模，并未有太大的超越。

第二，唐君毅的道德自我思想超越了儒家传统的心性理论，在继承宋明理学之精神上，将中西的多元化观念融入心之本体的形上体系中，“将新时代的精神接引回归到历史文化的母体中，而与之相融为一。”
这也是其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关键所在。

首先，唐君毅道德自我的思想主要继承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心之本体正是王阳明思想中的“良知”，是人人生而俱有的，是先验的理性原则，也是道德的根源。而其一念自反的观点即与王阳明思想中的“知行合一”类似，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即本体即工夫，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与外在践履性统一。在继承理学的基础上，唐君毅又对天、心、性进行了重新探索，为传统儒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其对心之本体与现实自我的双重肯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儒学自身“人格之天”、“心性理义之天”与“自然之天”相矛盾的缺陷，在传统思想被批判，道德迷失的时代，确证了儒家道德哲学的合法性，并继承了心性学的内在超越性，强调道德实践中主体精神的作用，在工具理性主导的时代，“对科技理性的膨胀和人文价值的失落有所匡正”
，逐渐引导人们思考价值理性。

其次，唐君毅道德自我的思想虽以传统儒学为内容支撑，其论证上却借助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并同样强调了精神主体的重要性。黑格尔以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的正反合来揭示纯粹的理性认知活动，唐君毅以客观个体、主观心灵、超主客观境界的内在超越来揭示道德自我的建立过程。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唐君毅思想中的现实自我、心之本体、道德自我三者并非是自我否定自我后，从此事物变成了彼事物。这三者都是心灵进升过程中的必要存在，只是在不同境界下有显有隐。黑格尔哲学很大程度上助缘了唐君毅主体精神的证立，但虽同样从精神主体入手，黑格尔哲学终归于理性，唐君毅的道德自我思想终归于道德，这也是西方哲学与儒学的本质差异。

第三，唐君毅的道德自我思想，对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他返本开新的伦理现代化学说为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纲领性学说，奠定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格调和发展趋向，对新儒家第三代伦理思想的形成，起着某种思维定式、价值定位和理论预制的作用。
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思想在唐君毅这一代已基本定型，第三代新儒家大多沿着这一理论方向，对其修正、补充、发展，使儒学达到更完善的现代形态。

第四，在道德自我建立的这一思想体系中，唐君毅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与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外部的教育可以帮助主体养成一念自反的自觉与习惯，从而促进内部自我道德的养成，并且推己及人，道德自我亦可以反之促进文化政教的进行，甚至认为文化政教是建立道德自我、道德社会的最好的方法。其文化教育与道德人格关系之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文化政教、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唐君毅在后期对于道德自我与文化的关系，也进行过深入的探究，并有着大量著述，但对其思想学术界争议颇多，一般从“泛道德主义”
与“道德理想主义”
两个角度进行探讨。由于这一争议主要涉及大量其他著作，脱离此文探讨之核心，故不赘述。

（二）思想的缺陷

道德自我的思想也尚有缺陷，首先，在现实的社会与时中，这一思想的普适性与实践性都不强。笔者认为，唐君毅最初便注意到了心性学一直以来实践上存在的问题，也试图解决，却只注意到思想主体上，忽视了整体思想根基上的弱实践性。

唐君毅曾指出儒家修养工夫的不足之处，认为中国文化的圣贤之道，只有圣人自上而下之自觉地重实现的精神，而少了使凡人精神次第上升的客观路道。
唐君毅认为，宋明理学家的工夫只能体悟者自己用，他人若不用也无可奈何，这就会导致圣贤者恒常圣贤，小人者恒常小人了。因此其道德自我思想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建立了心之本体超越现实自我的核心体系后，唐君毅便肯证了现实自我的存在，并从罪恶出发，一步步的解释道德自我的进升之路，不断从恶中扩展道德自我，从而达到至圣。

但其道德自我的思想太过于强调纯粹精神的作用，过分夸大了心本体的超越性，使人的心性和生命成为抽象的精神实体概念，在现实社会中有着弱实践性。其一念自反的思想侧重于人的精神顿悟与自我体验，只能诉之于冥会的直觉，和由实践而得的开悟。
提升道德修养只讲顿悟不讲渐修，只讲理性的飞跃，不讲感性知识的积累。
这样的方法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实践。正如何怀宏所说，今天的心性儒学仍然是一种立意崇高的、无限追求的、可作为个人终极关怀的“为己之学”，这种“精英主义”道德与社会和时代有一定隔膜。当人们不再有自我成圣的精神追求时，应当建立一套与社会义务和社会正义相适应的体系。

显然，唐君毅的道德自我思想虽欲改变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弱实践性，但却是“一种最富于玄学意味的理想主义的道德思想”
，只指出了内在的上升之道，并未摆脱传统心性学的先验性，因此也不免陷入这种批判之中。

此外，唐君毅在其道德哲学的理论之中，虽十分强调无执着之人生目的、无为之道德心理、自觉的道德行为等，但就其道德自我建立的思想起源看，依旧是以肯证儒学的合理性、建立道德的人文社会为思想归结。由此可看出，唐君毅思想的建立是将儒学作为根基与绝对信仰，即使借鉴了西方哲学，其根本并未离此。他认为儒学兼具哲学、道德与宗教三方面的意义，不可否认，唐君毅也是此教之皈依者，并且以本心本性、天心天性、天人合一为根本信仰，由此建立起道德哲学体系。

综上所述，唐君毅的思想侧重心性，虽于当今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但其理论深奥隐晦，将道德实践归为道德主体的一念之悟，过分强调了心灵的超越性，因此在现实社会的广大群体中难以实现，有着弱实践性的缺陷，且以传统儒学为潜在信仰，虽欲建立具有普适意义的强大的哲学体系，根本上并未超脱儒学的禁锢。但其思想依旧有着重大的意义与影响，正如劳思光所说，“作为人文精神的代表，作为巨人，作为宗师，唐先生的生命便越出‘成败’而定立其自身的价值。这正是‘成败以外’的层面上的事。”
唐君毅的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依旧值得后人去体味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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